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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

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漢語學界

的粉墨登場已經有一段時期了，圍繞

;施米特的政治法學，中國政法思想

領域的各種闡釋、比附乃至論爭，在

我看來，都不是空穴來風，實際上有

;真實的現實社會政治的背景，是歷

史演變中的現實問題的一種理論表

述，儘管不無歪曲和扭變。本文無意

探討所謂施米特的「純學問」，而是試

圖考察中國語境下的施米特問題，在

各種繁難歧變的思想扭結處梳理一下

自己的思路。

一　施米特的毒刺

關於施米特其人的生平事�，人

云亦云，見仁見智，其實事情大致是

清楚的，並沒有多少謎霧疑團，目前

各派的論述大多包含;意識形態的意

氣之爭1，儘管施米特一生的政治立

場這個問題是重要的，但對於思想家

來說，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他的理論

本身。毋庸置疑，施米特是一個充滿

毒刺的思想家，與那些自由主義的

中國語境下的施米特問題

● 高全喜

「善意的」批判者（如阿倫特 [Hannah

Arendt]、沃格林 [Eric Voegelin]，乃

至當今的斯金納 [Quentin Skinner]等）

不同，甚至與施特勞斯（Leo Strauss）

對於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居高臨下

的」鄙視不同，施米特窮其一生對於

自由主義的批判是不遺餘力和充滿惡

意的，或者說，他的理論對手就是自

由主義的政治法學2。

我們知道，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

踐上，十七世紀以來的世界史，特別

是二十世紀的歷史，是自由主義的

「凱旋史」。對於何謂自由主義的政治

與政治哲學，不說別的，即便是在自

由主義內部，就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爭

論，變換了一種又一種形式，而且時

至今日也不能說自由主義的制度與理

論已經定於一尊。傳統的老保守主

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乃至社會民

主主義），以及二十世紀以來的各種

新保守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以及晚

近幾十年來產生的各種後現代理論、

施特勞斯學派、社群主義和劍橋學派

的共和主義，它們從左右、前後兩個

方面不遺餘力地夾擊自由主義。但

施米特是一個充滿毒

刺的思想家，與那些

自由主義的「善意的」

批判者（如阿倫特、

沃格林，乃至當今的

斯金納等）不同，甚

至與施特勞斯對於自

由主義政治哲學的

「居高臨下的」鄙視不

同，施米特窮其一生

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

是不遺餘力和充滿惡

意的，或者說，他的

理論對手就是自由主

義的政治法學。



120 批評與回應 是，無可爭議的是，自由主義的憲政

民主制度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舞

台佔據;主導地位3，而且上述各種

理論本身也都是在自由主義政治秩

序所提供的言論自由的平台上各領風

騷的，它們之間或許存在;這樣那

樣的分歧，但在攻擊自由主義的基本

原則方面卻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說

它們共同的理論對手即是自由主義。

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自由主義在理

論和實踐上的優勢地位，當然也從

另一個方面說明了自由主義在理論

和實踐上的不完善，甚至存在;重大

問題。

自由主義很少標榜自己是一種整

全性的理論，可以包醫百病，特別是

二十世紀的現代自由主義，如羅爾斯

（John Rawls）的理論，更是把自己降

到了十分有限的公共制度領域，以至

於成為「薄的」自由主義，只是訴求基

本的「重疊共識」。即便如此，自由主

義還是強有力的，在實踐上取得了長

足的發展，在理論上也是長盛不衰，

這是為甚麼呢？在我看來，一個主要

原因就是其自身的自發建構性。首

先，就理論層面來說，自由主義的政

治理論儘管有各種形態，但主導的是

英美主流經驗主義和形式主義法學、

憲政與政治理論，雖然其理論建構的

形而上學不強，但也並非完全自生自

發，而是隨;時代問題的不同而調

整自己的思想體系。例如。古典的蘇

格蘭啟蒙思想和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就包含

;保守主義的諸多因素，格林（Thomas

H. Green）、霍布豪斯（Leonard T.

Hobhouse）等人的新黑格爾主義、凱

爾森（Hans Kelsen）的規範法學和凱恩

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福利國家

的經濟學就包含;諸多國家主義的色

彩，從邊沁（Jeremy Bentham）、穆勒

（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義到現代的

英美實證主義法學與政治哲學則一直

保持;自由主義的傳統特性，而現代

北美的羅爾斯主義，既吸收了一些社

會主義的平等價值趨向，又維繫;

洛克（John Locke）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自由主義基本原則。上述這

些自由主義的理論形態，雖然觀點各

異，但都是對應於西方社會各個特定

歷史時期的現實問題而產生出來的理

論，在基本的法治社會、權利保障、

憲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等自由

主義的核心理念方面，則是大體一致

的，並沒有甚麼根本性的區別，從總

的精神來說，它們是現代西方社會政

治與經濟之主導性的理論支撐。其

次，就實踐層面來說，西方社會自

十七世紀以來，雖然出現過各種殖民

主義、帝國主義、福利國家和所謂新

帝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但就各個民

族國家的國內政治來說，基本上落實

了法治、憲政和民主的政治制度，

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對峙以及現代的

國際秩序，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西方

國家的自由主義的基本政治架構。自

由主義在政法制度層面和政治正當性

方面，總是能夠平衡各種內外因素引

發的巨大震蕩，在保守主義、社會主

義和國家主義的攻擊下，保持;頑強

的生命力和寬宏的包容性。

勾勒上述這些簡單的政治常識或

宏觀û事，只是為了能夠從世界歷史

的現代真實圖景來審視施米特的思

想。在某些人眼中，自由主義不過是

些膚淺的經驗之談，平庸乏味，毫無

新意，而施特勞斯和施米特們遠見卓

識，識古察今，不是洞徹了人類五千

年歷史演變的隱秘教誨，就是揭櫫了

高於常態政治之上的決斷國家命脈的

內在機緣。但在我看來，真所謂「播下

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面對人

自由主義長盛不衰，

主要原因就是其自身

的自發建構性。就理

論層面來說，自由主

義的理論形態，雖然

觀點各異，但在基本

的法治社會、權利保

障、憲政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場經濟等自由

主義的核心理念方

面，則是大體一致

的。就實踐層面來

說，西方社會自十七

世紀以來，就各個民

族國家的國內政治來

說，基本上落實了法

治、憲政和民主的政

治制度，二戰以來的

國際秩序，也並沒有

從根本上改變自由主

義的基本政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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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政治事實的全貌，他們的高論華而

不實，忽視乃至有意遮蔽了基本的道

理，其實，政治之道往往是些歷史經

驗和簡單常識，是審慎而寬容的世俗

智慧，在此各種各樣的神秘主義和教

條主義都是害人的。應該指出，施米

特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雖然並不是甚

麼了不得的大事，但這個施米特能夠

死而復活，在當今引起學術思想界的

震蕩，成為老右派和新左派共同的新

寵，其中必有深層的原因，而把他放

在中國語境中來考察，就更有耐人琢

磨之處。究竟甚麼東西使得西方的老

右派和新左派在施米特那Z找到了共

同的興奮點，並不謀而合地夾擊現代

以北美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乃

至現實政治制度呢？

就現實社會層面來看，西方社會

二十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政治、法律

與經濟方面的實踐並非毫無問題，而

是弊端百出，民主政治上的「公法化

擴張」和「討價還價的」民主的庸俗墮

落，法律形式主義的冷酷無情和價值

中立主義的不講道德，經濟個人主義

的極端自私和全球經濟過程的國際掠

奪，這些都滋生於自由主義制度的機

制之內，構成了資本主義的深刻危

機。就理論形態來看，二十世紀以來

的各種新自由主義在繼承古典思想和

解決新問題方面雖不乏創新，如伯林

（Isaiah Berlin）、凱恩斯、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哈耶克、羅爾斯

等人的各種理論，但並沒有徹底解決

上述諸多的現實問題，而且自由主義

理論內部又不斷分裂，一種普世的自

由主義政治哲學理念是否還存在也成

為了有待回答的問題。因此，晚近以

來，西方思想界對於自由主義政治理

論與實踐的質疑日益凸顯，一個典型

的例證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冷戰之後，他提出的以自由民主政治

為歸宿的歷史終結理論非但沒有引起

人們的普遍共識，反而遭致了來自各

方的嚴厲批評，由此可見，在今日世

界，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和基本價值

並沒有取得廣泛的認同。從上述背景

來審視施米特思想的復活就不難理解

了，這根毒刺為左右兩派理論提供了

解剖、批判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新資

源，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確實刺中了

自由主義的軟肋。

二　自由主義政治法學
的軟肋　　　

英美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一直隱蔽

;一個重大的主題（hidden agenda）4，

那就是國家問題，在這方面，恰恰是

傳統大陸法德國家的政治法權思想給

出了深入的理論闡釋。此外，英美的

民主政治在二十世紀也受到各方的挑

戰，現代的大眾民主無論在實質上還

是程序上都出現了很多弊端。如果說

現代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存在;所謂軟

肋的話，那就是國家主權和民主制度

問題，實際上施米特對於自由主義撻

伐最;力的也正是這兩個問題。本文

下面的分析將指出，在施米特眼Z，

上述兩個問題其實是合為一體的，都

是「政治」國家問題，即自由主義的民

主政治無法為國家提供正當性的基

礎，國家的實質在於超越大眾民主的

非常態的主權決斷。

施米特首先是一位憲法學家，他

對於國家問題的看法，是從政治法學

—政治神學的角度展開的。通觀他的

幾部代表性著作，如《政治的概念》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憲法

學說》（Verfassungslehre）和《憲法的守

護者》（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政

治的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等，

西方社會二十世紀以

來的自由主義政治、

法律與經濟方面的實

踐弊端百出，民主政

治上的「公法化擴張」

和「討價還價的」民主

的庸俗墮落，法律形

式主義的冷酷無情和

價值中立主義的不講

道德，經濟個人主義

的極端自私和全球經

濟過程的國際掠奪，

這些都滋生於自由主

義制度的機制之內。

從上述背景來審視施

米特思想的復活就不

難理解了，這根毒刺

為左右兩派理論提供

了批判自由主義政治

理論的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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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展現為如下三個層面：

第一，圍繞;《魏瑪憲法》文本的

批判性考察。施米特通過剖析制定這

部憲法的自由主義憲法理論基調，以

及當時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較量與妥

協的情勢分析，論述了他對於魏瑪政

治的認識。在他看來，魏瑪憲政的平

庸乏味與最終失敗在於自由民主憲法

的妥協性、價值中立和非政治化，問

題的要害在於憲法第四十八條，即是

否賦予了總統制以守護憲法的超越權

限，對於自由民主的敵人實施專政。

按照施米特的理解，魏瑪自由主義政

治法學的失誤在於教條性地固守立憲

政治的根本就是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

不受公權力侵犯，而不知市民法治國

的基礎在於政治國家，當憲法的自由

民主實質本身受到侵犯時，需要一種

國家的權威力量來保護憲法。

第二，構建了一套非常政治的憲

法學說體系。施米特對於《魏瑪憲法》

的批判是基於他的一整套系統的憲法

學理論，他首先區分了兩種憲法概念

或理論，即絕對的憲法與相對的憲

法，並據此劃分了非常政治與常態政

治兩種形態。在他看來，相對的常態

政治的憲法秩序是個別性的、非本質

的；真正的憲法是非常態的憲法，在

此，他提出了區分敵友的政治決斷這

個關係國家主權的根本問題。圍繞;

敵友政治的主權決斷論，施米特集中

對於以凱爾森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的規

範憲法學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並把他

自己的憲法學體系納入歐洲博丹（Jean

Bodin）以降的政治法學的宏大思想脈

絡之中來加以闡釋。

第三，為了確立自己的政治法學

的正當性基礎，施米特並沒有步傳統

的人民民主（直接民主）之後塵，而是

返歸羅馬天主教大公主義的神學淵

源，由此他與各種左派思想相揖別，

表現出右派保守主義的底色5。也正

是在這個問題上，施米特對於自由主

義的議會民主制展開了猛烈抨擊，在

他看來，自由主義民主制的平等原則

是一種虛假的理想，既不能防止不同

利益團體的討價還價的墮落，更不能

為政治國家的主權本質給出正當性的

論證，「現代國家學說的概念是從神

學轉換而來的」，從政治法學上升到

政治神學，這是施米特法權學說的歸

宿，在那Z，敵友政治的非常狀態下

的主權決斷獲得了最終的證明。

毋庸置疑，施米特的學說是龐

大、繁複和「深刻」的，顯示;一種德

國思想的「政治成熟」。現在的問題

是，施米特學說對於自由主義意味;甚

麼？他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者？權威的

自由主義者？現代的極權主義者？在

我看來，儘管施米特問題是說不盡的，

但他的思想確實刺中了自由主義的一

個軟肋，即國家主權問題。關於這個

問題，有必要提及兩位著名的自由主

義法政理論家：凱爾森與哈耶克6。

施米特與凱爾森是直接的理論對

手，施米特的很多著作對於後者是持

猛烈的批判態度的，他們的法律觀，

尤其是憲法理論尖銳對立。在施米特

看來，凱爾森的形式法學僅僅指出了

常態政治的法律規範，其最大的問題

是所謂純粹的價值中立，即不願就法

律的政治內容給出實質性的判斷，這

樣的法律儘管以維護個人的自然權利

為出發點，但國家的主權實質性地缺

位，民族國家的政治正義在凱爾森炮

製的從國際法到國內法的規範層級體

系中，無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決斷。

如果說在凱爾森的法律體系中，國家

主權還有一個純粹的形式，那麼在哈

耶克的法律思想中，主權本身也被拋

棄了，哈耶克在他的《法律、立法與

施米特對於自由主義

的議會民主制展開了

猛烈抨擊，在他看

來，自由主義民主制

的平等原則是一種虛

假的理想，既不能防

止不同利益團體的討

價還價的墮落，更不

能為政治國家的主權

本質給出正當性的論

證，「現代國家學說

的概念是從神學轉換

而來的」，從政治法

學上升到政治神學，

這是施米特法權學說

的歸宿，在那M，敵

友政治的非常狀態下

的主權決斷獲得了最

終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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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

書中就明確指出，「國家主權」是臆想

出來的怪物7。有意思的是，哈耶克

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的觀點雖然是凱爾

森形式主義國家理論的進一步弱化，

但他並不認同後者，反而在書中激烈

批判以凱爾森為代表的法律實證主

義，認為這種立法的法律觀凸顯了國

家主義的公法意志，對真正的自由構

成了威脅。相比之下，哈耶克對於施

米特明確鼓吹國家主權決斷的憲法理

論卻未曾置啄。這是為甚麼呢8？

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於

現代形態的自由主義政治法學所;力

構建的是一種內政的憲政法治理論，

對於對外主權的國家問題缺乏深層的

思考，不是把國家視為既定的法律擬

制（凱爾森），就是視為無用的累贅

（哈耶克），國家法律的價值中立和個

人主義的優先地位成為自由主義的

基本原則。哈耶克對於施米特的些

許好感並非他的政治中心主義，哈耶

克恰恰是要「政治的去中心化」（t he

dethronement of politics）的，而是後者

的政治保守主義，即他們在反對實證

主義的形式法學以及由此導致的大眾

民主的墮落方面，找到了共同點，只

不過施米特訴求的是超越法律的非常

政治的實質性決斷，而哈耶克訴求的

是自發演進的作為正當行為規則的自

由秩序。但是哈耶克的問題在於，當

自生秩序擴展到一個國家的邊界時，

國家之間的法權對壘是否可以抵禦自

由秩序的演進呢？對此，哈耶克並沒

有從憲法政治的角度給出明確的說

明，當然人們可以從他的自由經濟理

論中推演出經濟規則的世界主義，但

國家憲法的主權原則仍然被遮蔽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凱爾森的法律層級

理論卻是補充了這個國家主權的缺

位，由此可以說，他們在大的方面，

都屬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譜系，但問題

在於凱爾森的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的純

粹法學儘管邏輯上是自洽的，可在現

實中從來就是不存在的，自由主義的

政治法學一旦走出國界（政治法權意

義上的），就面臨;言不符實的困

難，這個困難也同樣尖銳存在於羅爾

斯的萬民法理論中9，因此，這不能

不說是自由主義的軟肋。

問題在於刺中了自由主義政治法

學的軟肋，是否就一定證成了施米特

理論的勝利呢？我看並非如此，這是

本文在此所要;力闡發的，我們下面

分三個方面來論述。

第一，按照前面的論述，自由主

義政治法學的軟肋在於國際間的國家

主權缺位，其內政的憲政理論和規範

法學無法化約國家外部的敵對關係，

所謂永久和平只能是自由主義的一廂

情願，民族國家的利益衝突和價值紛

爭決定了非常時刻的主權決斷的必要

性。但是，這是否就意味;國家主權

在國內法權關係中的絕對優先性呢？

應該指出的是，施米特的理論從一個

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即他把國

家間的政治或民族國家的對外主權轉

換為一個超越於一切形式法學之上的

絕對力量，把它的本質赤裸裸地界定

為區分敵友，並一馬平川地將其推行

於國內政治。在他看來，近代法治國

的兩個法治原則——分配原則和組織

原則，忽視了法治的政治要素，自由

主義試圖通過國家的分權制衡來維護

個人自由的憲政制度是無效的，因

為，國家理由先於個人權利，國家不

是為了個人而存在的。顯然，施米特

的這個國家理由論與自由主義的國家

學說有;根本性的區別，在後者看

來，國家是由個人構建的，國家理由

存在於個人權利的保障之中，固然國

家具有法律的擬制人格，但它畢竟是

自由主義政治法學的

軟肋在於國際間的國

家主權缺位，其內政

的憲政理論和規範法

學無法化約國家外部

的敵對關係，所謂永

久和平只能是自由主

義的一廂情願，民族

國家的利益衝突和價

值紛爭決定了非常時

刻的主權決斷的必要

性。施米特的理論則

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

外一個極端，把國家

間的政治或民族國家

的對外主權轉換為一

個超越於一切形式法

學之上的絕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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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主權不能轉換為對內主權的絕對

至上性，更不能以此來化約憲政的核

心原則，即通過分權制衡來保障個人

權利。自由主義的政治法學認為國內

政治高於國際政治，內政的憲政原則

高於外交的主權原則，人權高於主

權。這是兩者之間的根本性區別。

第二，隨;前面有關內政與外交

的辯駁，其實已經涉及另外一個相關

的重大問題，即究竟何謂真正的政

治。在施米特看來，政治就是區分敵

友，就是有關主權的實質性決斷，因

此，自由主義法治國的兩個政治原

則——同一性原則和代表制原則，只

是表述了常態政治的扁平狀況，無法

揭示政治的非常狀態，而後者才是真

正的政治，在那Z平時隱而不彰的主

權作為一個極限概念彰顯出來，呼喚

;主權者的決斷。一切政治說到底就

是區分敵友的非常態的決斷，政治的

實質就是非常政治。自由主義的政治

法學與施米特相反，認為真正的政治

不是非常態的，而是常態政治，政治

最終要轉換為法律規範問題，只有通

過法治與民主，才能實現政治的和

解。政治不是區分敵友，更不是你死

我活的鬥爭，而是法律上的權利平等

和利益博弈。所謂政治，在自由主義

看來，不過是通過民主的程序在法律

的統治下實現個人的自由、幸福與其

他訴求，政治須要樹立權威，但那是

法律的權威，國家需要一個主權者，

但它最終要從屬於人民，維護個人的

正當權利。當然，政治並不總是常態

政治，在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非常態

的時期，或者說也有非常政治，也有

危機時刻，也需要統治者或主權者的

決斷，但那是特殊的、例外的，必須

把非常政治轉化為常態政治，憲政制

度和民主制度就是防止非常態政治絕

對化和永恆化的政治機制bk。施米特

的問題是把非常態政治絕對化了，把

所有的政治都視為主權決斷的非常時

刻，並且把這種決斷的正當性付諸神

義論，因此排斥了自由民主的正當性

根源。當然，自由主義政治法學無視

非常態時期，遮蔽主權問題，否認政

治決斷的憲法學意義，也是教條主義

的和形式主義的，這樣也就把自己的

軟肋暴露出來了。其實，成熟的自由

主義政治法學是完全可以把常規政治

與憲法政治、規範政治與決斷政治、

法律自由與政治權威、個人主義與國

家主義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的，例如，

休謨（David Hume）政治哲學中的自由

與權威相互平衡的政體理論，孟德斯

鳩（Charles Montesquieu）的市民法與政

治法互動的法意思想，黑格爾法哲學

中的市民社會的法律與政治國家的法

律的統一理論，乃至當代憲法學家阿

克曼（Bruce Ackerman）提出的憲法政

治與二元民主理論，以及自由派共和

主義的商議民主理論，等等，都為應

對施米特的非常政治理論提供了可資

借鑑的資源bl。

第三，應該指出，施米特對於現

代民族國家在十五世紀以來的歐洲乃

至北美的生成發育機制，是帶;德國

思想的有色眼鏡來考察的，這導致了

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他清醒地

把握到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德國，

在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的民族國家

所歷經的艱難，甚至歧路，由此一脈

相承地延續了所謂「德國問題」的本己

經驗和教訓，並因此質疑自由民主的

法治國在德國實現的可能前景，為

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法學理論，

以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與成熟；但另

一方面，他又囿於自己的本土資源而

缺乏真正的審視世界的宏大眼界，他

沒有實質性地認識到英美國家在走向

在施米特看來，一切

政治說到底就是區分

敵友的非常態的決

斷，政治的實質就是

非常政治。自由主義

的政治法學與施米特

相反，認為真正的政

治不是非常態的，而

是常態政治。其實，

成熟的自由主義政治

法學是完全可以把常

規政治與憲法政治、

規範政治與決斷政

治、法律自由與政治

權威、個人主義與國

家主義有效地結合在

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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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憲政的民族國家所遵循

的自由主義政治實踐之正道。也就是

說，憲政國家並非真的都像施米特眼

中的魏瑪民國那樣軟弱不堪和不講政

治，如果說他對於自由主義政治法學

的指責在《魏瑪憲法》那Z是深刻的和

正確的，擊中了德國自由主義的要

害，但這種指責對於英美國家的憲法

政治卻是無的放矢，英美憲政國家在

政治上遠非如此幼稚和無力。儘管英

美譜系的自由主義理論家大多遮蔽了

國家這個主題，以至成為「隱蔽的主

題」或軟肋，但在那Z的自由主義憲

政實踐中，英美國家卻從來都是強有

力的，他們的政治從來沒有軟弱過，

他們的國家在歷史進程中通過殖民主

義、帝國主義和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

戰的勝利，充分驗證了憲政民主國家

完全可能是政治強大、經濟繁榮和人

民自由的。那Z的常態政治何嘗缺乏

政治的決斷呢？那Z的規範憲法何嘗

消解了自由民主的實質呢？那Z的人

權何嘗與主權頡頏對立呢？

由此看見，無論就內政還是外交

來說，一個政治權力有限度的、強有

力的主權在握的憲政國家是存在的，

一個以法律特別是以憲法區分守法者

（友）與非法者（敵）而不是以政治特別

是非常政治區分敵友的法治國家是存

在的。施米特以德國魏瑪民國憲政的

特殊個例來指陳自由主義的整個憲政

實踐，實在是盲昧於世界潮流的浩

蕩，至於他的投靠納粹政權，則是誤

把杭州作汴州，不過是考量了他的政

治智慧並不高明，而他晚年所炮製的

所謂的大地法，尤其是游擊隊理論，

則把自己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通

過邊緣的游擊隊戰略來顛覆憲政民主

的世界共和之大勢，其左派先鋒隊的

遊魂已經瓦解了右派保守主義的風

骨，難怪連施特勞斯也為之慨嘆。

三　中國語境下施米特
問題的弔詭　

前面我們論述了施米特思想的德

國特性，自由主義政治法學的軟肋以

及施米特對於自由主義憲政理論與實

踐的片面性理解，到此為止，還沒有

涉及中國語境下的施米特問題。一般

所說的「德國問題」是指十八世紀以來

德國數代思想家痛感英國政治社會的

成功並基於本國政治文化傳統而提取

出的一個普遍問題閾，儘管從早期的

德國政治浪漫派、十九世紀古典政治

哲學到新舊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再到

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施米特

的憲法學，直至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

義，乃至當今歐盟的德國火車頭作

用，儘管二百年來其中的思想路徑以

及觀點各種各樣，迥然有別，甚至相

互對立，但有一條主線卻是顯然的，

那就是融入以英美為主體的世界文明

的德國自己的道路，它標誌;一個民

族的政治成熟與否。至於「中國問題」

則是一種比附「德國問題」的說法，指

的是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

路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

的，目前所謂「中國國情論」、「中國

特殊論」甚至「中國例外論」都是基於

相關的預設，但它們在處理一般與特

殊的關係問題上，過於強調後者，而

忽視了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特殊是

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

絕。因此這個問題還需要為中國理論

界所自覺，並進一步提升為一個涉及

政治、經濟、法律、歷史、文化等多

個領域的問題閾。

綜觀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

社會政治思想史，我們發現，伴隨;

我國改革開放的開展，各種各樣的西

方思想潮流紛紛被引介到中國。先是

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

「德國問題」是指十八

世紀以來德國數代思

想家痛感英國政治社

會的成功並基於本國

政治文化傳統而提取

出的一個普遍問題

閾，主線是融入以英

美為主體的世界文明

的德國自己的道路。

至於「中國問題」則是

比附「德國問題」的說

法，指的是中國融入

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

道路問題。目前所謂

「中國國情論」、「中

國特殊論」忽視了憲

政民主的普世價值，

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

流中的特殊，不是相

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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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人性復歸和確立人的主體性地

位，做出了應有的貢獻。90年代，各

種社會理論、經濟理論和法律理論被

系統地引介過來，進一步推進了中國

社會全面轉型，尤其為經濟改革的深

入和法治社會的構建提供了強有力的

理論支持。不過，隨;中國社會日趨

多元化，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後現

代思想也大規模傳入中國，並且與中

國傳統的虛無思想形成了某種形式的

合流。二十一世紀初始，伴隨;中國

社會的內在要求，西方社會的各種政

治理論和法政思想也開始大規模譯介

過來，並且引起了廣泛影響。總的來

說，上述思想理論的大批量引介，對

於封閉鎖國多年的中國社會來說是非

常有益的，我們須要吸收國外各種各

樣的理論資源，以加強我們的理論建

設，激發、培育和促進中國自己的學

術文化和文明精神，並為構建中國的

憲政民主制度，提供理論上的支撐。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

隨;中國社會的多元分化，尤其是強

勢政黨政治的重壓，一個正常的社會

秩序以及與其相關的社會意識還遠沒

有健康地形成，即便在學術思想界，

對於中國當今社會本質的認識，對於

中國向何處去的看法，就出現了很大

的分歧，甚至產生了激烈的紛爭。所

謂自由主義、新左派的論戰，以及民

族主義、社會主義、新儒學等思潮的

蜂起，都是基於上述背景而產生的。

因此，落實到西方思想的引介，其情

況就與二十世紀後二十年相比出現了

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前者更多的是拿

來主義的被動性的吸收，並且伴隨;

知識學的衝動與歡樂，那麼現在就必

須面對如下三個方面的考量：第一，

引介甚麼？第二，為甚麼要引介？第

三，與中國問題的關聯性是甚麼？當

然，如果作為純粹的學術研究，上述

問題大可不必考慮。但是，遠的不

說，就近些年的中國思想界來看，作

為某種顯學的西方經濟、法律與政治

思想，如哈耶克的政治法律理論、新

自由主義經濟學、後殖民地理論、施

特勞斯的古典哲學、施米特的政治法

學以及共和主義思想，等等，它們被

引介到中國，顯然並非僅僅是作為純

學術思想，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因此，上述三個問題擺在我們的面

前，本文所謂的「中國語境下的施米

特問題」顯然也是屬於這個議題。

我們知道，中國現正處於重大的

社會轉型時期，這個時期從本質上是

1840年中國開始新的重建這個偉大而

又艱難的歷史使命的繼續，因為我國

經過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並沒有通過自

己的「歷史三峽」，建設一個自由、憲

政、民主的民族國家這個任務遠沒有

完成，甚至還只是開始，儘管我們已

經搞了兩個共和國。說到這個問題，

我感到有必要把握我們周遭的世界以

便確立我們的定位。從外部環境來

看，我們融入的世界到目前為止仍然

是一個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秩

序，儘管不時有去國家化的呼聲，但

今日的世界依然是由民族國家構成

的，這個世界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

亞和約》演變至今已經有近五百年的歷

史，在這個歷史階段，西方各主要國

家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相繼完成了民

族國家的國家建設，而且實現了自由

民主憲政的政體制度。但是，對於中

國這個老大的政治體來說，民族國家

的建設還只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在此

之前，我們屬於王朝政治。真切地

說，從鴉片戰爭開始，我們才開始這

個新的政治形態的進程，而且屢受挫

折，尚不能說已經構建出一個優良的

民族國家的制度形態。雖然費正清

學術思想界對於中國

當今社會本質的認

識，對於中國向何處

去的看法，產生了激

烈爭論。所謂自由主

義、新左派的論戰，

以及民族主義、社會

主義、新儒學等思潮

的蜂起，都是基於上

述背景而產生的。西

方思想的引介必須面

對如下三個方面的考

量：第一，引介甚麼？

第二，為甚麼要引

介？第三，與中國問

題的關聯性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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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衝擊—

反應模式多少有些機械僵化，但我仍

然認為它揭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

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是在與西方

列強（民族國家）的碰撞中，在血與火

的洗禮中開始我們的國家建設的。而

且，與歐美國家乃至日本不同，中國

的現代化之路具有我們的獨特性，在

我看來，它構成了所謂「中國問題」的

實質。

首先，從政治邏輯來看，我們一

百五十年來所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應

的是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紀各民族國家

曾經面臨的問題，而我們現在所必須

應對的國際秩序，卻是二十世紀和二

十一世紀的世界秩序。因此，在時間

上乃是不對應的，這就使我們的任務

面臨;兩難困境。即一方面我們要建

設一個民族國家，而且是一個自由民

主憲政的政治國家，這是西方各現代

國家用了二百多年的時間才完成的；

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現代的政治狀況

卻逐漸出現了去國家化的趨勢，自由

民主憲政的現代國家的弊端以及國際

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弊端日漸顯示

出來，也就是說，我們的國家建設遭

遇後現代政治的阻擊，建設自由民主

憲政的國家的正當性面臨挑戰。其

次，我們又是一個文明古國，五千年

來的政治文化傳統使得我們建設國家

的任務必須解決好與傳統的關係問

題。具體地說，中國的政治傳統又可

以分為新老兩個傳統，老傳統屬於王

朝政治的傳統，它看上去雖然斷絕了

多年，但歷史的餘緒不絕如縷。新傳

統又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國民黨的政

黨政治傳統，一個是共產黨的政黨政

治傳統，它們都以不同於王朝政治的

現代政治形式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

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塑造了現代中國

的政治底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國家體制，成為現時代中國政治轉

型的基本制度構架。

正是在上述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施米特的政治法學在中國二十一世紀

初葉的學術思想界出場了，這Z我們

暫且不問引介者為甚麼選擇了施米

特，而是集中關注於這個施米特究竟

與中國現時代的政治與法律的現實狀

況有哪些契合之處。令人感到困惑的

是，中國語境下的施米特問題呈現出

高度的弔詭，在貌似深刻的背後隱藏

;的乃是最不;邊際的貧乏，在擊中

要害的癥結處實質上包含;重大的欺

騙，在獨創性的法政話語中實施的乃

是最險惡的解構。為甚麼這樣說呢？

本文下面給予具體的分析。

前述所言，施米特政治法學的要

點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剖析

《魏瑪憲法》，指出了德國自由主義政

治法學的幼稚病；二是刺中了教條式

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遮蔽國家主權的軟

肋，祭起了權威自由主義的大旗；三

是承前啟後，深化了德國問題的思想

傳統，為後來者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

的借鑑。無論怎麼說，上述三個方面

都是基於這樣一個歷史的現實狀況，

那就是《魏瑪憲法》是一部以自由主義

為本色的憲法，十年魏瑪民國的憲政

是一個市民階級的現代法治國，施米

特所不滿的是這部憲法不夠成熟，缺

乏政治的決斷，主權者喪失了捍E這

部自由民主憲法的權威力量，因此，

他要在民國憲政之上樹立起專政的大

旗，為自由主義的常態政治注入非常

政治的魂魄。在他看來，只有用絕對

的憲法取代相對的憲法，用血和火的

洗禮，才能真正鍛造出一個自由民主

的魏瑪民國，雖然正像我們前述的，

施米特並沒有真正讀懂英美憲政的真

實本質，英美國家的憲政民主在柔和

的外表之下是裝備;憲法的錚錚鐵牙

我們一百五十年來所

亟待解決的問題，是

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紀

各民族國家曾經面臨

的問題，而我們現在

所必須應對的國際秩

序，卻是二十和二十一

世紀的世界秩序。因

此，我們面臨Ç兩難

困境。即一方面我們

要建設自由民主憲政

的政治國家；但另一

方面，西方現代的政

治狀況卻逐漸出現了

去國家化的趨勢，自

由民主憲政的現代國

家的弊端以及國際秩

序的不合理、不公正

弊端日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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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就德國的特殊境況來說，或許

施米特的主張不無道理，儘管他的理

論走過了頭。

但是，中國現時代的狀況是怎樣

的呢？有論者說我們貌似德國的魏瑪

時代，但我們的共和國是否真的存在

;一部像《魏瑪憲法》那樣的憲法文本

呢？我們的憲法是否顯示出魏瑪時代

那樣的市民階級的自由民主的底色

呢？如果說中國二十世紀初葉的民國

憲法還多少與《魏瑪憲法》有一些相似

之處的話，那時的憲政還多少開啟了

小半扇通過權威來守護憲法（《臨時約

法》和《天壇憲草》）的自由民主本色的

話，其實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一

小點的希望，當時也已經被袁世凱大

總統的昏庸無智和孫中山二次革命的

激進主義所毀滅，那麼，二十一世紀

中國的憲法大體上已經基本抽空了自

由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憲政實質。此

外，我們的政治缺乏權威嗎？我們的

憲法，從清末的《欽定憲法大綱》到民

國時代的多部憲法，乃至孫中山的

「五權憲法」，直到新中國開國五十年

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的多部憲法，從

來就不缺乏非常政治的決斷和主權者

的鐵腕專政，國民黨有軍政訓政，共

產黨有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

非常政治從來就是中國憲法的本色。

因此，在這樣一個實質上是專政中國

的語境下輸入施米特的敵友政治論，

究竟能為中國的自由民主的憲政訴求

帶來甚麼，也就可想而知了。要知道，

我們不缺乏劃分敵友的政治，「誰是我

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

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話我們從

小就耳熟能詳；我們也不缺乏果斷堅

毅的革命領袖，中國現代非常政治的

權威力量已經穿透了社會生活的方方

面面，我們的市民社會因此而遭遇了

重大的扭曲。我們缺乏的惟獨是法律

下的自由平等，是消除敵友的公民自

治，是自生的社會秩序和規範性的憲法

制度，是中國意義上的「魏瑪憲法」。

因此，中國語境下的施米特問題就呈

現出最大的弔詭與荒謬，連一個魏瑪

那樣的憲法國家都不是，我們拿甚麼

來實施高明與深刻的施米特之道呢？

當然，上述所言是否意味;當下

中國的自由主義話語就斷然取得了優

越性的勝利了呢？對此，我並沒有如

此的欣慰，我不認為中國的教條主義

的自由主義政治法學就完全可以拋棄

施米特給予我們的教誨。英美自由主

義理論雖然忽視了國家問題，遮蔽了

非常政治，但人家的憲政實踐卻成功

彌補了這個理論缺陷，而中國自由主

義政治理論的幼稚病卻顯得非常可

笑。他們與施米特一樣盲昧於英美自

由主義憲政國家的實質而不知，只不

過他們的立場與施米特恰恰相反，後

者過度誇張了憲政原則的非常態政治

的主權決斷的作用，而他們則同樣過

度誇張了憲政原則的常態政治的形式

中立的法治作用，把業已成熟的英美

憲政的諸多顯明要素置於中國的語境

下，抽象地空談人權高於主權，高調

地照搬形式主義法學。一方面，他們

沒有看到自由主義也是講政治的，也

是要構建自己的民族國家的，也是以

憲法的自由民主實質為標準來區分敵

（違憲者）友（護憲者）的，所不同於施

米特的是，自由主義的敵友政治標準

不是高於憲法和法律的所謂主權決

斷，而是自由民主的憲政本身。對憲

政的破壞者決不手軟，這些是英美的

自由主義政治「隱蔽的主題」，是沒有

說出來而實際上已經做出來的東西，

對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無所知，

而且他們似乎也不願知道。另一方

面，任何民族國家的自由民主的憲政

都有一個生成的歷史，都經歷了憲政

的危機時刻，都有把非常政治轉化為

常態政治的憲政策略，例如，英國的

施米特並沒有真正讀

懂英美憲政的本質，

英美國家的憲政民主

在柔和的外表之下是

裝備Ç憲法的錚錚鐵

牙的，但就德國的特

殊境況來說，或許施

米特的主張不無道

理，儘管他的理論走

過了頭。中國語境下

的施米特問題卻呈現

出更大的弔詭與荒

謬，連一個魏瑪那樣

的憲法國家都不是，

我們拿甚麼來實施高

明與深刻的施米特之

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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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革命就是一例，美國的三次憲法

政治危機（建國、南北戰爭和新政）又

是例證。

中國的教條式自由主義卻看不到

中國憲法政治的轉型機制，忽視培育

和催生憲政機制的政治因素，特別是

權威政治的決斷作用。其實，對於中

國的自由民主的憲政國家建設，我們

既不能盲目的樂觀，也大可不必悲觀

絕望，要看到，現時代的憲法體制內

部還是正在孕育;進步的種子，法治

的因素在成長，市民社會在擴展，人

民倚憲維權的和平請願在高漲，或許

權威政治推進憲政改革的時代在將來

的某一天能夠到來。如果中國的自由

主義能夠放寬胸襟反用施米特理論的

話，他的教誨也許能夠從一個側面警

醒我們全面地把握自由主義政治法學

的真諦。

四　自由主義的憲政國家

應該指出，國家這種組織形態並

不是古已有之，它是政治民族主義的

產物，在西方它是在古典城邦制和封

建制之後逐漸形成的，而在中國則是

在鴉片戰爭之後催生的。政治民族是

國家的載體，但是，單純的民族國家

並不是一個優良的政治制度，這點已

經為世界歷史所證實。有關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的政治訴求，或單方面以民

族國家的利益為最高目的的政治實

踐，在歷史上曾經導致了無數災難，

特別是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和

日本，它們都有慘痛的教訓。所以，

民族國家的建設還須要吸收另外一種

更為普遍的制度設施，那就是產生於

市民社會的法治與憲政，英美的國家

建設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即憲

政國家的建國之道。一提到英美經

驗，人們往往就想到自由主義，想到

自由經濟、個人權利、法治主義和有

限政府，應該說，這些都沒有說錯，

它們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是英

美國家在社會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方

面向世人顯示的東西。但是，我在這

Z所要強調指出的卻是另外一個方

面，即自由主義政治的另外一個面

相，它們隱蔽起來的國家主題，而這

個國家主題在我看來，對於當前我們

建設自己的優良的政治制度或憲政國

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由於上述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我

們從來就沒有形成一個自發的商品經

濟秩序，也缺乏調節市民利益關係乃

至公私關係的普通法制度，在當今所

面對的更不是一個類似於十七至十九

世紀的國際環境。所以，從內外兩個

方面來說，我們都沒有英美國家建設

時期那樣的歷史機遇，我們更像十九

至二十世紀的德國。現在已經沒有人

指責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政治經濟

學不屬於自由主義，但是新舊歷史學

派主張國家權威，主張關稅同盟，其

目的是為了培育德國的自由市場經

濟，為了國家發展之後更好地進行國

際自由貿易。其實，自由主義的鼻祖

阿當．斯密（Adam Smith）當時也支持

英國的《航海條例》，休謨也讚賞法治

主義的國家權威，至於美國的聯邦黨

人也一直都把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央政

府視為基本的政治綱領。總之，自由

經濟、法治主義和個人權利與國家能

力是不矛盾的，而且，英美等西方主

流憲政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當它們

的公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個人自由

和私人財富得到充分尊重的時候，也

恰恰是它們的政治國家日益強大和國

際地位日益隆顯的時候。

這樣，我們就不得不認真地而非

教條地思考憲政對於我們中國究竟意

味;甚麼，難道它僅僅指的是對於國

家權力的限制和約束？難道它只是意

民族國家的建設須要

吸收產生於市民社會

的法治與憲政，英美

的國家建設為我們提

供了成功的經驗。一

提到英美經驗，人們

往往就想到自由主

義，想到自由經濟、

個人權利、法治主義

和有限政府。但我要

強調指出的卻是另外

一個方面，即自由主

義政治的另外一個面

相，它們隱蔽起來的

國家主題，而這個國

家主題在我看來，對

於當前我們建設自己

的優良的政治制度或

憲政國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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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破除政治權威？當然，我在此絕

對無意否認憲政所具有的這些基本的

意義，它確實是要限制政府和國家的

權力，保障人權，這些在今日中國仍

然是絕對必要的，中國新老兩個傳統

中的專制主義和威權政治只有通過憲

政的限權制度安排才能加以解決，憲

政的這個方面的任務在中國是長期的

和根本性的。但是，限權不等於不要

權力，憲政國家的權力在邊界上是有

限的，但在職能上卻是強有力的，一

個有限度而又有能力的國家制度是憲

政國家的實質，對此，聯邦黨人曾經

明確指出：「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

可缺少的東西。」如此看來，憲政對於

我們就不再單純是教條式的個人主義，

它也強調國家能力；就不再單純是普

世主義的一般原理，它也講求國家利

益。當然，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憲政

國家的國家能力和國家利益又不是極

權主義的，並不敵視個人權利和個人

自由，它是建立在法治主義與民主政

治之上的國家能力，對內是法治政府、

司法獨立、議會制度；對外是主權國

家、獨立自主、和平主義，等等。簡

單地說，憲政國家包括兩個層面：其

一是個人權利，其二是國家建設，這

正好也是自由主義政治的兩條線索。

我們從上述角度來看世界歷史的

大格局，就不難發現，任何一個優良

的憲政國家，比如說英國、美國，它

們從來就有兩張皮，一個是高度發達

的市民社會，以及其中的經濟繁榮和

個人自由；另一個是職能強大的政治

國家，對外捍E主權，維護國家利益，

甚至走向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於

現時代的中國來說，如何防範憲政國

家中的霸權主義，那還是十分遙遠和

超前的事情（對此，康德的世界憲政共

和國的理論不無借鑑意義），我們目前

的迫切任務是對內建設自由民主憲政

的民族國家，對外反對國際霸權主義，

最大限度地現實人民的自由、幸福和

國家的安全與利益。我認為，在上述

兩個方面都須要借助於國家的權威。

當然，應該看到，理解這個問題

的複雜性在於，中國在歷史上長期遭

受專制政治之苦，一說起國家權威就

心有餘悸。其實，在理論上這個問題

是不難澄清的，我們所謂的國家權威

是法治之下的國家權威，而不是黨制

國家的政黨權威。歷史的實踐告訴我

們，國民黨時代的黨制國家並未能有

效地完成所謂從軍政、訓政到憲政的

國家建設三部曲，法治之上的政黨國

家是危險的，其權威的正當性是可疑

和不牢靠的。憲政國家與黨制國家的

根本不同在於，建立在憲法之上的國

家是中立的、形式的、超越各個政黨

和社會利益群體之上的，憲政國家說

到底是一個擬制的政體主體，它為政

黨政治和民主政治提供一個交易、博

弈和協商的平台。國家的權威也就是

法律的權威，憲法的權威。

因此，從憲政國家的意義我們再

回到本文的議題，就可以得出這樣的

結論：所謂中國語境下的施米特問

題，如果從積極的、建設性的方面來

說，就是促進我們思考有效國家權威

之下的憲政改革，對於我們來說，憲

法政治意味;通過國家的法治權威保

障個人的權利、自由和幸福不受侵

犯，促進市場經濟的持續公正的發

展，意味;政府職能的高效運作和依

法執政，意味;在國際關係中捍E國

家利益，保E公正的作為現代民族國

家的生存空間，等等。總之，只有有

效合理合法的國家權威才會保障個人

利益和市場經濟的運作，而反過來個

人權利和市場經濟也為憲政國家的國

家權威提供了道義的和經濟的基礎。

把人民幸福和國家力量結合起來，這

是憲政國家的一種優良形式。憲政與

威權政治的差別，在於它不濫用權

憲政不單純是教條式

的個人主義，它也強

調國家能力，講求國

家利益。當然，憲政

國家的國家能力和國

家利益又不是極權主

義的，並不敵視個人

權利和個人自由，它

是建立在法治主義與

民主政治之上的國家

能力。中國在歷史上

長期遭受專制政治之

苦，一說起國家權威

就心有餘悸。其實，

我們所謂的國家權威

是法治之下的國家權

威，而不是黨制國家

的政黨權威。



中國語境下的 131
施米特問題

力，既有能力保障市民社會的發展，

又有足夠強大的國家能力，同時又促

進了個人的自由、安全與幸福。

當然，這是我們的理想，也是憲

政改革的方向，並不是既定的事實，

但是，任何事物的演進都有一個過

程，政治事務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回

顧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歷程，就會驚

嘆，今日的中國與過去的中國已經發

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這一切又都

是在悄悄地緩慢地進行;的，大地的

驚雷總是響於無聲之處。同樣，如果

我們審慎地觀察今天正在發生的事

情，也不難發現，我們也正面臨;一

些建立憲政國家的關鍵性的契機。

首先，中國過去二十年進行的制

度變革的資源和動力已經走到了盡

頭，政治改革刻不容緩。如果我們不

是教條主義地看待政制，不把建立

「和諧社會」的政治綱領僅僅理解為一

種社會政策，而是把它提升到憲法政

治的高度，我們就有理由相信，中國

的社會政治制度將進入新的時期。第

二，從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秩序的角度

來看，關於中國崛起的國內外爭論實

際上為我們作為一個大國步入世界格

局提供了路徑。針對國際上流傳甚廣

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我們強

調的和平發展或和平崛起的大國方

略，顯示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治成

熟。此外，與此相關的有關中國內政

的兩岸三地問題，以及與美、日、韓

等周邊國家的關係問題，不僅在國家

政體制度的創新方面，而且在世界秩

序的參與和國家利益的維護方面，都

考驗;我們的政治智慧。

我們正處於不同於常態政治的非

常政治時期，在此，我們很自然地想

到美國聯邦黨人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他那個時代向美國人民提

出的問題：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

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

好的政體，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

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我

認為，作為具有五千年傳統的政治文

明體，我們在新的世紀迫切須要審慎

地反思我們的社會政治進程，而不再

把政制拱手交給「機遇」和「強力」。說

實在的，一百五十年來，我們的機遇

總是太差，而強力又總是暴虐無度，

以至於少有從容選擇的空間。現在，

當我們步入新的世紀，但願我們能夠

不委身命運，而通過「深思熟慮和自

由選擇」來實現我們的憲政改革，使

中國真正地步入「大國之道」，完成從

非常態政治到常態政治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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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二十年進行

的制度變革的資源和

動力已經走到了盡

頭，政治改革刻不容

緩。如果我們不是教

條主義地看待政制，

不把建立「和諧社會」

的政治綱領僅僅理解

為一種社會政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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